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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料与新史学：机遇与挑战
　　编者按：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５～２６日，由浙江大学地方历史文书编撰与研究中心、浙江省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之江青年社科学者”历史组和龙泉司法档案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新史料与新
史学：机遇与挑战”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与会学者围绕新史料与新史学研
究的相关主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和交流。现刊发部分研究成果，以期引起进一步关注。

旧史料与新解读：
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再反思

□　赵世瑜

　　内容提要　近若干年来，史学界对“新史料”的追求呈现为一股热潮，在区域社会
史领域内也不例外，这固然延续了历史学者重视史料的态度，但也引起了某种担心，
这可能容易使人忽视传世文献以及分析传世文献的方法，并忽视传世文献中传递的
那些历史信息。事实上，对旧史料做出新解读也是值得提倡的，新旧史料在历史研究
中应该并重而不可偏废。
关键词　旧史料　新史料　传世文献　区域社会史
作者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特别是２１世纪以来，
中国史学界刮起了一股追求新史料之风，①这在
社会史研究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究其原因，是
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研究对民间文献的重

视，即新的研究旨趣或新的研究取向导致了对以
往利用较少的史料文类的关注。
这股风潮还有另一种源头，即与考古学有关。

因考古发现而造就某种新史料、进而造就某种
“学”，已有百余年历史，如甲骨文、敦煌吐鲁番文
书等，近数十年来一直方兴未艾的秦汉到三国简

牍也属此类。此类发现往往大解史学界的燃眉之
急，因为上古甚至中古历史的资料库中似乎已囊
中羞涩。但这毕竟类似于靠天吃饭，如果考古学
工作者没有挖出大量有文字的东西，我们也只有
守株待兔，徒呼奈何。历史学假若真正到了这个
地步，多少是件令人悲哀的事情。
更令人担忧的是，当不少机构斥巨资通过不

同来源购得这些新史料、出版机构又斥巨资将其
整理的同时，不仅有可能（或已经）造就出一个新
的巨大的产业链，而且可能造成对地方历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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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坏，中国的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研究可
能因此而走向没落。当然这已溢出学术讨论的范
围，兹不赘论。

一

所谓新史料，主要是指在某个研究领域以往
未曾发现或使用的史料，这是在比较狭义上说的，
也是学术界比较普遍使用的含义。在具体的研究
题目上，这样的史料可能比较重要，但对整个学术
的导向意义比较有限。比如现在很多学者非常重
视档案，也利用来做出了出色的研究，但从２０世
纪初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得到重视以来，这已经不
算新史料了。
档案材料之所以被称为新史料，一是因为２０

多年前学者们还较少使用它，那时在第一历史档
案馆长期查阅档案的国内学者寥若晨星，来此踏
访的海外学者也曾对此表示惊讶；二是因为时代
的变化使国内学者可以使用国外的档案，比如藏
在美国、英国、俄国的与中国近代史关系密切的档
案，而这些材料以前也很少用于我们的研究；三是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重视的地方档案，从巴县、获鹿
等地档案始，到现在的南部、龙泉档案等等，虽已
有一些利用它们进行研究的成果出版，但还远远
未达到“常见史料”的程度。
不过，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档案，特别是

政府档案，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东西。１９世纪在欧
洲史学上占有主流地位的兰克史学，就是以使用
档案著称的，而且，他们坚信通过秉笔直书就求得
历史真实的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利用
档案基础上的。而这种科学的迷思，８０年前就已
受到过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讥评。所
以，作为新史料的档案只是对某个以往研究中没
有用过档案的问题而言的，由于用了档案，对这个
问题的研究被推进了一步。可在这个意义上，任
何史料都可以是新史料。
近年来，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者通过田野工作，

发现了许多民间文献，当然都是独一无二的（比如
某部族谱、某个碑刻），但借此研究的问题和结论，
除了让我们知道那个地方的人和事以外，并没有
说出新的道理。或许有人会反驳说，让我们知道
了以前不知道的人和事，在史学上难道没有意义？
当然不能这样绝对。比如对于上古时代那些我们

几乎全然陌生的社会，能窥知一二就已经令人兴
奋了；但对于史料已然十分丰富的近世社会，我们
就无法满足于仅仅描述一个我们以往没有描述过

的事实，而这个描述并未引发读者新的历史反思，
只是在重复前人通过描述另一件事实所引发的历

史反思。
同样，法制史研究的同行近年来也利用地方

司法档案、甚至契约文书进行研究，对传统法史学
进行改造，我们看到四川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
冕宁县档案、徽州文书、贵州清水江流域文书等等
得到利用，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是，作为法学框
架内的部分法史研究关心的始终是传统法学的问

题，即往往通过对史料中司法程序的梳理回答一
些与基层司法实践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巴
县、南部、冕宁、徽州、锦屏等等地方的人的生活似
乎并没有关系，研究者也不关心那些打官司的双
方究竟是何许人，他们如何生活。于是，这些文本
产生的情境就大多被抽离了。这不仅存在一个是
否能真正理解这些文本的意义的问题，而且导致
了我称之为有“法”而无“史”的困境。
更有甚者，由于史料浩如烟海，研究者受条件

限制，没有发现某些史料已经被使用过，还以为有
了重大发现。比如有的研究者偶然发现《临榆县
志》中记载了清初士绅佘一元的资料，认为是重新
认识甲申“关门之变”的新史料，②殊不知２０年前
就被学者使用过了，并得出了类似的判断。
回首２０世纪初的新史料发现，甲骨文、敦煌

吐鲁番文书、明清档案，之所以被称为新史料，是
有西学传入后的新史观为前提的。它们的对立
面，是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官修正史。而梁任
公对后者的批判是大家耳熟能详的。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以来汉简的逐渐出土和利用、５０年代以来徽
州文书的发现和利用，都是这个意义上的新史料。
而这些新史料与作为当时的“新史学”之社会经济
史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现代史学史上，有所谓“史料派”和“史观

派”之分，这种分法延续到１９４９年之后，也沾上了
政治运动的色彩，其影响之深远，即今日之史学界
仍未能幸免。史料之于史学，犹如水之源、木之
根，一切史实的发现都来自史料，相信没有任何人
怀疑史料对于史学的作用；但史料与史学之间发
生关系的中介，即作为史学家的人，有人即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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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就会影响二者的关系，即史料如何变成及变成
怎样的史学，所以没有史观，史料与史学就永远无
法产生交集。总之，对于史学来说，史料是更为本
源性的，史观则是无法摆脱的。因此，二者不是对
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甚至是互为因果的。
一部族谱，既可以被用成旧史料，也可以被用

成新史料。一则传说，一幅图像，亦复如是。甚
至，史料可被视为非史料，反之亦然，如甲骨被视
为龙骨，碑阴不如碑阳，传说故事等同虚构，等等，
这就是史观的作用。
作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实践者，搜集和利用

各种民间文献，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项重要的
任务。但是，对于缺乏史观的人来说，它们完全可
能成为一堆垃圾。否则，它就不会留在那里长期
无人问津，或者用来架桥修路、甚至付诸一炬。

二

如前所论，史料的新旧，本来是相对而言的。
这里当然是在某一种史料的文类的意义上说的，
而不是在某一具体问题上未使用过的材料意义上

说的。在后者的意义上，史料的“新”当然就是绝
对的，但意义只是文献学上的；本文的“新史料”或
“旧史料”，则是在前者的意义上说的，即是历史认
识论上的。比如相对正史，考古材料、档案、契约
文书等就是新史料。
因此，对于理解历史而言，新旧史料之间，不

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已有学者正确地指
出，“无论对新史料作历史学的研究还是作文献学
的研究，也不论是补史还是证事，都存在一个新史
料与传统文献相比对的问题。一般说来，新史料
都是支离的，提供的是细节，具有很高的原始性和
可信性，但如果不将其放到我们已知的史实中，不
使用传世的系统的文献与之比对，我们对新史料
的理解和认识会大加折扣，有时甚至无法认识和
理解，更不要说利用这些新史料来研究历史”。③

作者虽然针对的是吴简，但所说对于利用明清以
来的碑刻、族谱、契约文书、日记书信、账簿水册等
材料所做研究同样适用。
上述主张提及旧史料（即作者所谓“传世文

献”）对于新史料的意义，此外，在我们熟知的旧史
料中，仍有许多宝贵资料“藏在深闺人未识”。以
下仅举几例以说明之。

例一，明沈榜的《宛署杂记》收有一篇金代碑
文，但却误以为“元代公移”。《宛署杂记》系研究
北京史的常见史料，但这篇碑文却罕有关注：

　　今月二十六日，奉大兴府指挥，奉尚书工
部符文：今月初八日，承都省批，大理寺断，上
工部呈，大兴府申，宛平县李仁莹等每仰山寺
僧法诠争山林事来断。李仁莹等告仰山寺法
诠占固山林，依制，其僧法诠不合占固，外据
李仁莹等到官虚供不实之罪，合下本处契勘，
照依制法决遣施行。然如此，缘本僧有天会
年间书示施状，及正隆二年告到山林为主榜
文显验为系已久为例之事，兼是省批，寺驳，
补勘事理，诚恐所拟未当，乞都省详酌施行
外，检法董伯璋等所见，除相同外，据委官打
量到四至内山林，合准抚定已前房院桑土，不
问从初如何为主，有无凭验者，并不得争告条
理，其山林合分付仰山寺僧法诠依旧为主，占
固施行。……④

本文并不打算对这篇碑文进行全面的研究，
那将是另文的任务，因此只引出全文的２０％。从
这只言片语中，已经可以看出，这篇碑文是官府关
于一个地产纠纷的告示榜文。从后面的文字可以
知道，这份榜文是金大定十八年（１１７８）由宛平县
知县出示立石的。这篇碑文事涉仰山栖隐寺，残
碑仍在栖隐寺山门内，其长期无人问津的原因可
能多种多样，或因其内容没有引起史家的兴趣，或
因金史研究者的注意力主要在东北，女真统治下
的华北社会历史并不被视为“金史”，⑤或因北京
史研究者没有发现这篇碑文与他们熟悉的北京史

的历史框架有何关联，总之应与金元史及北京史
的研究者的史观有关。
对这篇碑文的解读，自然要放在金代华北的

历史脉络中去，其间涉及女真制度、佛教势力与汉
人社会等诸多方面。仅从上面的少量引文可知，
有宛平县民李仁莹状告仰山栖隐寺的法诠“占固
山林”，当然法诠只是栖隐寺的代表。这件案子只
是地方百姓与寺院争夺山林地产的官司，但显然
宛平县无法断案，只好上报大兴府（即京府），但大
兴府还不能解决问题，可能因牵扯山林问题，于是
申文至中央的工部，并由负责司法的最高机构大
理寺断案，同时还获得了“都省”即中书省的审批，
可以说是一件不同寻常的案子。最后宛平知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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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了工部的符文（符牌）和大兴府的“指挥”⑥断了
此案。此事如此兴师动众的原因，当然是个饶有
兴味的课题。
上述引文也已显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因为仰

山寺方持有的有力证据，一是天会年间（从金太宗
到金熙宗的年号，１１２３－１１３７）的一封书信，二是
正隆二年（１１５７）为此事打官司的榜文。据后文可
知，天会年间的书信是“皇伯宋国王”所写。这位
“皇伯宋国王”即为金太宗子完颜宗磐，熙宗即位
后封为宋国王，因他为阿骨打之侄，而熙宗是阿骨
打之孙，故称皇伯。由此可知仰山寺有着很硬的
后台。然而时过境迁，中都建立后对地方的控制、
关于占有山林湖泊制度的变化、当权者的态度等
等，都使事态并不能到此为止。
例二，民国《宜章县志》中有这样一段话：

　　……县中大姓，约略言之，黄岑水流域著
姓什数，以李、吴、彭、曾为大；章水流域著姓什
数，以杨、萧、欧阳、邓、邝、刘、蒋为大；武水流
域著姓什数，以黄、李、欧、邓为大。黄沙则黄、
李、彭、刘、程、蔡、杜、萧为之魁，笆篱则刘、谭、
周、张、陈、曹、范、邓为之雄，栗源则陈、李、胡、
姚、王、周为之杰。……城厢著姓，明时盛称
卢、廖二氏，有“卢半学，廖半都”之谚。

　　全县氏族约分三类：曰官籍，则系其祖曾
官于此，或流寓于此，而子孙留住成族者；曰
商籍，则多系明初来自江西、福建两省；曰军
籍，则以明初峒傜不靖，调茶陵卫官兵戍守三
堡，遂成土著。⑦

如果说《宛署杂记》中那段材料的意义在于使
人们关注金元时期的华北社会，寻找与该地区前
后历史的连续性和变动的轨迹，那么《宜章县志》
这段材料则告诉我们历史人类学或区域社会史研

究究竟应该从何入手。一些初学者往往是从理论
和概念出发，去寻找某种研究取向和路径的方法，
这不仅可能导致研究上的似是而非，而且可能造
成理解上的南辕北辙。其实，区域社会史或历史
人类学的概念和方法，恰恰是从历史实践（文献史
料与实地观察）中得来的。
只要我们打开现今的宜章县地图，就可以清

楚地知道，湖南宜章属郴州，地处五岭之一的骑田
岭下，与广东毗邻。从地图上标明的自然景观和
聚落的密度，就可以看出宜章的空间结构。结合

上述方志的描述，三条主要河流（基本上是南北流
向）黄岑水、章水、武水（从东到西）的流域即为宜
章的北部，大体上是个狭长的地带。县城在这个
区域内，明代的宜章千户所和守备司也在这里。
在这个狭长的地带以南，是个近似长方形的凸出
的地带。之所以说是“凸出”，是因为这一地带“伸
入”了广东，东面是乐昌，西面是连州，南面是阳
山。所以虽行政区划属于湖南，但如果取直的话，
倒更像广东的地盘。这个地理特点值得研究者特
别注意。
在这个长方形的北部，即整个县域的中部，这

一区域的聚落最为密集，方志材料中的黄沙堡、笆
篱堡、栗源堡可以说是这一区域的三个中心，它们
构成了一个倒三角形：栗源在东，黄沙在西，笆篱
凸出在前（南）。从地方志、三堡留存的碑刻和族
谱等资料可知，此三堡为明代周边卫所设置的三
个据点，地形以山间的丘陵和小平原为主，即地方
文献中的“九溪四十八峒”。换句话说，这三个堡
是帝国打入南岭瑶区的三个楔子，即在相对容易
控制的平地瑶居住区设置的桥头堡。从这个倒三
角形的安排便可看出帝国的用意。正是由于这一
设置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地区自明代以来的历史，
因此地方志的对这里人群的概括便不再像北部那

样以自然地理为标签，而以聚落景观为标签。
与我们眼前的地图不一致的是，地方志在此

处没有描述北部的莽山，即生活着“过山瑶”的地
带。对比一下明代万历《郴州志》中宜章的地图，
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该图把县城绘于中心
略为偏北，三堡已经几乎到了该图的最南端，而最
南端画了若干山形标识，分别是辽木洞、企山、莽
山和华阴山。也就是说，该图把县境南部大大压
缩了，三堡已经非常边缘，南部山区更不被视为有
人居住的地区。这种认识虽然并不正确，但一直
到民国时期的方志中，对这里依然缺载。但也正
如我们所知，三堡的设置并不只是为了弹压它们
所在的溪洞地区，而同时是为了防范和控制山区
的瑶人。所以，我们在阅读上述材料的时候，不仅
要注意其中讲到什么，还要注意其中没讲到什么，
以及为什么。
上面这样的描述，在民国方志中，亦不算罕

见。但就是这段话，描述了这个地区的历史结构。
以上的解释，侧重于空间结构，对于在这个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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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人群，本文无法细述。但这个空间结构，却
是一个历史的或时间的过程，比如到了明代，“三
堡”才开始存在，经历了两三百年复杂的人群互动
的过程，才变成人们不得不重视的区域，民国的县
志才把它们视为表述人群的重要标识，于是在宜
章的地理空间中，这一区域才有一席之地。但即
使到了民国，南部山区却依旧不见于史，直到我们
这个时代，才终将其视为宜章空间结构中的第三
个板块。由此，一个地理空间被还原为一个历史
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客观的动力，也有主
观的因素，不仅一个县如此，一个流域、一个国家
乃至更大的区域，均是如此。区域社会史或历史
人类学所要做的，便是寻找造就这个空间结构之
历史过程的各种动力和因素。
例三，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

　　乙酉，知溧阳县李思模以苍头潘茂为城
守。……有彭氏仆潘茂者，素鸮恶市井，狗屠
辈悉聚食于其家，而彭氏主人又纵之为爪牙，
前县尹金和欲置之死地，赂邑宦陈献策得释。
闻南中陷，遂与其党史老柱、史德升……聚众
连结，思欲为乱。思模乃集乡绅陈献策、宋
劼、周鼎昌等图之，竟以茂为城守甲长。献策
置酒，要结群聚，劼以白布百匹、银杯一对慰
赠之。城中于是浸浸哄矣！

　　珍，茂弟也。茂与珍欲谋叛其主，遂倡为削
鼻党。盖江南人每呼家僮为鼻故也。茂自为旧
甲长，珍为新甲长，凡邑中仆隶悉招入甲内。

　　庚戌，潘茂以溧阳户口册籍降于清。
以上是关于清初江南削鼻班的片断记载，它

所展现的图景是：溧阳彭氏望族有家仆潘茂，横行
于市井，但其主人却以其为爪牙，甚至在知县想置
其于死地的时候，都可以通过贿赂乡绅得以逃脱。
顺治二年清兵南下，潘茂等人组织武装，这时南明
知县和地方士绅商量，让潘茂担任“城守甲长”，部
分士绅还对他们表示善意。作者虽未描述此事细
节，但却表明，潘茂不是一般的奴仆，背后有彭氏
主人撑腰，与当地士绅可以平起平坐。此时士绅
试图借用他在城市底层的力量去抵御清军。潘茂
的这个城市底层社会成员建立起来的武装，即为
“城守甲”，他们自称为“削鼻党”或“削鼻班”。但
最后，潘茂一伙还是投降了清朝。
这一记载至少让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就是在

明清之际，溧阳大族中的奴仆或城市底层形成一
股较强大的势力，连地方士绅都不敢小觑，颇类似
现代的黑社会。
对这一事件，以往的研究是将其置于江南“奴

变”的背景中去讨论的，特别是将其定性为农民起
义。谢国桢在他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在江南的影
响———“削鼻班”和“乌龙会”》一文中指出，《濑江
纪事本末》“歪曲了这项事实，不甚可靠”，但未提
出任何证据。需要指出，他所利用的《金沙细唾》
是乾隆时的材料，而《濑江纪事本末》就是顺治时
的文献。

《濑江纪事本末》的作者周廷英显然是对这些
人非常不满的，对那些与潘茂结好的士绅也颇有
微词。周廷英何许人？

　　《濑江逸史》一卷，明末周斯撰，字盛际，
又号二安，家戈旗里。与侄廷英，字光升，又
号一明，崇祯间同游邑庠。……讲求经世之
学，有二阮之称。宜兴堵牧游允锡幼附塾戈
旗，师事周君陈，斯深器之，以忠孝相切劘。
甲申之变，邑人彭旭、史泽、史太乙、史顺震
……等恸哭于明伦堂，谋起义。斯曰：勉之！
吾将削发入闽，访黄石斋先生矣。爰赋古风
以别廷英。……⑧

周廷英与他的叔叔周斯，是注重经世之学的，时人
将其比作“竹林七贤”中的叔侄阮籍与阮咸。后来
做了隆武政权的湖南巡抚的堵胤锡，曾得到周斯
的高度评价，所以甲申鼎革后，周斯表示要去福建
追随在隆武政权中任大学士的黄道周，说明他们
是持坚决抗清的态度的。但显然，他们又不愿意
与同县的这些士绅合作。我们对这篇文献，要置
于他这样的立场下去加以解读。
那么，溧阳的大族都有哪些呢？康熙时人刘

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说：

　　东吴尤重世家，宜兴推徐、吴、曹、万，溧
阳推彭、马、史、狄，皆数百年旧家也。宜兴许
氏、溧阳包氏，皆新发，而欲自附巨族之后，乡
人嘲之曰：‘彭马史狄包，疯痨臌膈哮（方音作
蒿）；徐吴曹万许，马赵温关鬼（方音作举）。’
吴人嘴舌轻利，一至于此。⑨

据光绪重印嘉庆《溧阳县志》卷１０，“选举志·进
士”，史氏自明永乐时便有人中进士，直至入清而
不衰；彭、马、狄三族自明正、嘉时期始出进士，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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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则迟至明末崇祯间才有进士，康熙间最多，周家
也是在清初才有个别进士。可知这些望族的仕途
多未因改朝换代而发生改变。
嘉庆县志对于此次事件大体上是轻描淡写。

其中提到抵御潘茂的主要是史氏。

　　史顺震，字尔长，世袭锦衣卫。……明末
潘茂等以人奴搆逆，糜烂一方。国朝顺治二
年，总兵张尔蟠率师至，素德顺震，遣骑来迎，
既见，具道茂等逆恶状，因涕泣为一城请命，
乃按诸首恶数人而止。尔蟠部兵掠子女数百
人去，顺震复请释还之，邑人安堵。

　　史大生……溧阳潘茂等作乱，史氏某仆
起应焉。廪生史望倡集义勇将擒之，大生指
囷以助糗粮，事乃济。⑩

似乎溧阳的望族与其他士绅之间在对待潘茂的问

题上态度有所不同。如果深究下去，我们应该去
深入讨论自明代以来溧阳地方望族大姓之间的复

杂关系。据传说，由于潘茂事件，旧族中有“彭、
马、史、狄都做官，乌龟王八都姓潘”之谚，而潘氏
则编出“彭、马、史、狄、周，不如潘家一只狗”以回
击，可见大族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我们也许可
以重新认识，溧阳潘茂削鼻班事件究竟在鼎革之
际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至少，无论是削鼻班还是
溧阳望族，都没有成为抗清力量，反而都借助清朝
势力去对付自己的敌人。
这个例子说明，以前依据同样或类似的材料，

研究的思路和结论有颇多不同，源于意识形态（或
者史观）的差异；如今的思路和结论无论允当与
否，也同样是由于意识形态（或者史观）的不同。
这样的例子可以在被利用过的旧史料中找到很

多，在没有被利用过的旧史料中就更多了。瑏瑡

三

目前区域社会史研究已远远不同于２０年前，
被投放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人们也对地方
文献给予了更大的热情。现在的问题是，对所谓
“旧史料”究竟应该怎么看？笔者显然不是搜集、
整理和解读“新史料”的反对者，所倡导的只是“新
史料”与“旧史料”的并重。
事实上，以上对旧史料的重新认识，在相当的

程度上，是建立在多年阅读和理解以民间文献为
主的新史料基础上的。问题往往产生于不同史料

的碰撞之下，同类型的史料如此，不同类型的史料
之间就更是如此。比如关于明代的卫所军户制
度，官书的记载与族谱、墓志的记载相互参读，问
题便会接踵而来。没有在大量使用民间文献基础
上进行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上述旧史料中的段落
也许便不会再度引起注目，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
是这两年、而不是２０年前，我对上述材料才有了
重新诠释的欲望。
这种相关性、相辅相成性还说明，对任何一个

方面都不能过分夸大，导致对另一个方面的相对
忽视。中国传统的文献学，或者后现代史学，都在
告诉我们如何甄别史料中的“真伪”，任何一类史
料，我们都不仅需要注意它说了什么，还需要注意
它为什么这样说———它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所
以，一切史料都有价值，也都有局限性。
也许我们应该注意或者深入讨论不同类型史

料的系统问题。正史自有正史编纂的一套制度或
规矩，有它的传承，所以我们知道多数正史采用纪
传体，等等。典章制度在当时不是史料，是文件，
虽然没有史局那些规矩，但也有它的编纂系统。
地方志也有自己的系统，这不仅有各种地方志的
编纂实践，也有如章学诚那样的人做的理论概括。
民间文献中如族谱、科仪书、契约文书等更是各自
有其系统———它们是按照怎样的系统编造出来
的？如果能把这些系统梳理清楚，进而发现各自
系统的不同机制，对于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的
发展，特别是对于我们理解不同史料的价值，具有
重大的意义。
了解不同的史料系统，只是了解史料之制造

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影响这个过程的因素
还有许多，比如个人的因素———“盖文王拘而演
《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
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说明古人就已认识
到这个问题。再比如家庭的因素，族谱里收什么
东西进去，可能与家庭、家族的利益有关，等等。
如果这样去认识史料及其价值，对新、旧史料便会
一视同仁；更重要的是，没有史观，或即刘知几的
所谓“史识”，便不会有这样的史料观。
若干年前，由于大量考古新发现的出现，论者

针对顾颉刚先生的学术遗产提出“走出疑古”。因
时代的进步、新史料的发现而超越前人是很有意
义的，但也是自然而然的。我们所谓的“新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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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即在探讨某个具体
问题上，使用了以前没用过的某条史料，从而改变
了原有的结论，或者补充了原有的认识。就个别
问题来说，这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对整个史学而
言，意义又相对有限，因为这样的事情是会不断发
生的，这是历史研究中的常态。但顾先生的伟大
在于，他的“层累地制造古史”的理论是在对旧史
料的重新认识基础上得出来的，这就不那么寻常
了，这样的事情是很难发生的。他的错误可能在
于那些具体的结论，但他的功绩却在于一般的方
法。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最近几年，一些单位斥
巨资购买新史料，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来研究这
些史料，这无疑都是有意义的，但却未必由此能产
生顾颉刚。更令人担心的是，这是否会把人们导
向“寻章摘句”的老路，而完全丧失了对“识见”即
洞察力的追求？

还是回到区域社会史研究来。顾颉刚先生关
于越晚出的史籍记载的历史越早的分析，实际上
是要重建一个历史的和史料的系统。他以对孟姜
女故事的研究为例，解构了这个故事的各个要件，
并把这些要件还原到各个历史时期，即以拆解了
的故事情节构成了一个历史年表。区域社会史或
历史人类学研究也是要重建一个历史的和史料的

系统，但是它的第一步，是依据另一个系统的史料
去了解千差万别的空间的历史过程，由此，如前
述，空间差异或区域分野被理解为一个时间的即
历史的过程。原来的历史被拆解成一个个不同的
区域史过程，最后这些区域史过程又被重新构成
一个历史年表。
对于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者来说，我们面临着

同样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今天对档案、碑刻、族
谱、契约文书也许越来越熟悉了，但对正史中的
《五行志》、《礼志》或者地方志中的《星野》越来越

没人懂了，甚至很多常识都变成了谜题。另一方
面，也许更可怕的是，我们手边的资料越积越多，
用到下辈子写文章都够，但思想呢？

注释：
①相关的会议如，２００２年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召开

了“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研

讨会，会后在２００４年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中外关系史：新

史料与新问题》；２００４年，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召开“新史料

与新解释———数位时代的史学研究”学术讨论会；２００８
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召开了“近代中国研究的新视

野：新史料与民国史研究”座谈会；２００９年，台湾师大历史

系等单位召开了“新史料·新观点·新视角———天圣令”

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均可见这一热潮的程度。

②参见吴烨南：《山海关士绅与山海关之变———一组

甲申山海关之变新史料的发现及意义》，《燕山大学学报》

２０００年１期。关于这个“新史料”及相关问题，可参见已

故顾诚教授的研究。

③孟彦弘：《评〈走马楼吴简初探〉———关于新史料与传

世文献的比对》，《吴简研究》第２辑，崇文书局２００６年版。

④沈榜：《宛署杂记》第２０卷，“志遗七”。北京出版社

１９６１年版，第２６０～２６１页。

⑤学界也有个别相关的研究，如吉林大学２０１０年博

士论文《金朝中原乡村社会控制研究》等，但论述较为泛

泛，缺少对相关史料的深入分析。

⑥后文亦作“旨挥”。原义应为帝王诏敕，后引申为官

府的命令。

⑦民国《宜章县志》卷１７，《氏族志》，第１页下～第２
页上。

⑧光绪《溧阳县续志》卷１６，“杂类志·纪闻”，第７页

下～第８页上。

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１，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版。

⑩光绪重刻、嘉庆《溧阳县志》卷１２，“人物志·义

行”，第４８页下～第４９页上。

瑏瑡内容参考溧阳论坛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ｓｌｙ００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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